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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提升了低收入群体消费吗？
———基于中国城镇最低工资线家庭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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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最低工资标准是保障我国低收入者生活水平、 激发我国城镇低收入家庭消费潜力的重
要手段。 在实现 “共同富裕” 目标背景下， 从比较分析的视角对最低工资的消费带动作用进行准确
检验，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文运用 １９９２—２００９ 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 以家庭人均收
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最低工资线家庭为研究对象， 分别检验了最低工资认定及标准提升对于最
低工资线家庭消费水平的实际影响效果。 结果发现， 最低工资线家庭本身具有抑制自身消费的倾向，
其消费水平也显著低于相近条件下的其他家庭， 并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特征。 本文进一步以 ２００４ 年
《最低工资规定》 实施为政策冲击， 检验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于最低工资线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
发现了不同条件下的差异性结果： 与收入情况相近的家庭相比， 最低工资线家庭的消费水平并未得到
显著提升； 而与包括中高收入家庭在内的全部样本相比， 最低工资线家庭的消费水平得到了显著改
善。 这一结果与最低工资的消费抑制倾向形成了有效呼应， 同时为我国消费升级背景下最低工资标准
的实际影响效果及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思路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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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和文献评述

保障低收入者的劳动收益、 维持低收入者基本生

活水平是各国政府最低工资政策所希望实现的最基

本、 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Ｆｌｉｎｎ， ２００６［１］ ）。 在我国扎

实推进共同富裕战略目标和持续完善劳动保障制度的

背景下， 通过最低工资制度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

和消费能力是改善我国分配结构、 让全体人民共享改

革开放成果的重要思路与方法之一。 然而， 结合我国

经济典型特征来看， 最低工资对于居民消费水平的实

际影响效果却存在着其他复杂因素。 一方面， 以

《最低工资规定》 颁布年份 ２００４ 年为基期，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我国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仅在 ２００９ 年出

现下降， 总体维持了长期稳定增长态势。 由于城镇低

收入家庭面临较强的预算约束压力， 对物价上涨的敏

感度高、 耐受力差， 以食品、 衣着、 交通通信和家庭

设备用品及服务等为代表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会对

低收入家庭的整体收入产生 “捆绑” 效应。 另一方

面， 随着最低工资水平的逐年增长和低收入群体多样

化、 多层次需求的不断提升， 以房屋、 车辆为代表的

耐用品投资消费行为和以医疗、 养老为代表的预防性

储蓄行为对低收入群体消费产生了不可忽视的 “挤
占” 效应。 因此， 自然产生的问题就是， 以提升低

收入群体福利为导向的最低工资政策究竟是否真正提

升了目标群体的消费水平？ 从整体来看具备何种比较

性和结构性的特征？ 这一研究话题对于准确检验我国

最低工资实施的基本效果， 从更广阔的研究视角下探

究最低工资的实际消费带动效应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与现实意义。
国外相关文献从耐用品和非耐用品支出两个层面

研究了最低工资标准对消费的影响。 绝对收入假说在

解读收入变动对耐用品和非耐用品消费的实际影响中

存在反事实的共同作用 （Ｂａｒｓｋｙ 等， ２００７［２］； Ｓｔｅｒｋ，
２０１０［３］）。 一方面， 具有储蓄性特征的耐用品消费与

个人信贷约束条件具有紧密的联系 （Ｍoｎａｃｅｌｌｉ， ２００９［４］）。
对此， Ａａｒoｎｓoｎ 等 （２０１２） ［５］利用 １９８２—２００８ 年消费

者调查数据， 从家庭层面进行研究发现， 在最低工资

标准上调的过程中， 低收入群体实际收入的提升会有

效放宽个体信贷约束条件， 进而增加抵押债务数量。
再考虑到一定数量的低收入家庭具有选择购买车辆的

消费行为， 从而使得家庭支出增长超过最低工资的上

调幅度。 另一方面， 非耐用品消费特性受制于永久收

入假设的消费平滑特征， 在即时的家庭反应、 较低的

调整成本和稳定的福利需求下， 容易受到收入变动的

积极影响 （ Ｍoｎａｃｅｌｌｉ， ２００９［４］；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１９５７［６］ ）。
在该逻辑的引导下， Ａｌoｎｓo （ ２０１６） ［７］ 利用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４ 年零售业数据， 验证了最低工资的提升通过重

新分配效应对不同消费倾向的低收入者产生明显的外

溢效应， 从而造成最低工资上涨对非耐用品消费的促

进效应。 这一效应在最低工资标准较高、 政策约束力

较强的地区尤为明显。
国内文献对低收入群体消费问题的研究集中在促

进、 抑制或结构性影响三个方面。 第一， 在收入对消

费倾向的促进效应方面， 由于低收入群体具有较高的

用于防范风险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缺乏足够的资金购

买耐用品和生产性资产， 且具有自身低社会地位认

知， 导致低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处于较低水平。 当

面临一定幅度的收入增加时， 其边际消费倾向会得到

显著提升 （朱国林等， ２００２［８］； 杨汝岱和朱诗娥，
２００７［９］； 杨文辉， ２０１２［１０］）。 以房产为代表的家庭资

产和财富拥有量、 合理的收入转移和收入再分配会有

助于消费的提升 （袁志刚和朱国林， ２００２［１１］； 张大永

和曹红， ２０１２［１２］ ）。 第二， 在收入对消费倾向的抑制

效应方面， 收入的不确定性、 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
住房价格、 养老金缴费率和高等教育支出对居民消费

有显著的挤出效应 （罗楚亮， ２００４［１３］； 杨汝岱和陈斌

开， ２００９［１４］； 白 重 恩 等， ２０１２［１５］； 谢 洁 玉 等，
２０１２［１６］）。 第三， 在收入对消费倾向的结构性影响效

应方面， 农民阶层、 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在整体消

费倾向、 生存性边际消费倾向和发展性边际消费倾向

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特征 （张翼， ２０１６［１７］ ），
增加中低阶层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能够显著缩

小他们与高收入阶层农民在居住、 文教娱乐和医疗保

健等较高层次消费领域的差距。 同时， 增加财产性收

入和转移性收入也有助于中低收入农民在家庭设备、
居住、 衣着等方面的提高和改善 （周建等， ２０１３［１８］）。

与已有文献相比， 本文可能具有的不同或改进之

处在于： 第一， 已有的关于最低工资问题的研究鲜有

直接涉及居民消费状况的研究成果。 一方面， 国内关

于最低工资政策为低收入群体所能提供的实际福利效

果的研究还停留在经验层面， 难以为中国最低工资对

消费的实际影响效果提供有力支撑。 另一方面， 国外

文献仍缺少对 “最低工资－消费” 影响效应的深入探

究和微观层面证据， 导致其研究结果存在与家庭层面

微观事实相背离的可能。 有基于此， 本文使用家庭层

面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 （ Ｕｒｂａｎ Ｈoｕｓｅｈoｌｄ Ｓｕｒｖｅｙ，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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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ＨＳ）， 结合数据时间段内全国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
充分考虑中国居民消费特征和典型事实， 对最低工资

提升的消费影响效应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解读。 第二，
本文采用比较分析方法， 通过家庭特征对样本进行匹

配与比较研究： 在全样本下验证了 ２００４ 年 《最低工

资规定》 颁布后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竞赛式增长”
对地区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的促进效应， 在得分倾向

匹配后的相近样本下验证了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抑制效

应， 从而有效兼顾了各个收入群体的异质性消费特征

与复杂影响机制， 使研究结果更加全面与准确。 第

三， 为了使研究更贴近中国现实， 我们将 Ａａｒoｎｓoｎ
等 （２０１２） ［５］ 的耐用品和信贷约束机制引入 Ｋｉｍｂａｌｌ
（１９９０） ［１９］和 Ｄｙｎａｎ （１９９３） ［２０］的消费者模型以及周建

等 （２０１３） ［１８］在中国情境下构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模

型。 在得到双重效应推论的同时， 对其内部实现机制

提供了理论解读， 为后文实证检验提供了理论基础和

方法引导。

二、 理论模型

（一） 模型设定

１. 家庭。
为了使理论分析更能代表最低工资目标家庭的

实际消费行为， 我们在 Ｋｉｍｂａｌｌ （１９９０） ［１９］、 Ｄｙｎａｎ
（１９９３） ［２０］ 构建的消费者审慎消费模型和周建等

（２０１３） ［１８］在中国情境下构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模型

的基础上， 进一步引入 Ａａｒoｎｓoｎ 等 （２０１２） ［５］ 的耐用

品和信贷约束模型， 综合探讨在预防性储蓄、 信贷约

束和耐用品消费等条件同时存在的背景下， 处于最低

工资线的消费者自身消费水平的变动规律。
首先考虑含时间贴现变量的代表性消费者动态模

型， 消费者 ｉ 在时间 ｔ 的消费效用条件期望最大化问

题可以表述为：

ｍａｘ
Ｃｉ，ｔ＋ｎ

Ｅ ∑
Ｔ－ｔ

ｎ ＝ ０
（１ ＋ δ） －ｎＵ（Ｃ ｉ，ｔ ＋ｎ） ｔ( ) （１）

其中， Ｔ 代表个体死亡时间， δ 代表消费者的时

间偏好率， Ｃ ｉ，ｔ＋ｎ 代表非耐用品消费水平。 Ｕ（Ｃ ｉ，ｔ＋ｎ）
表示具有特定风险厌恶和偏好性质的消费效用函数。
消费者的跨期预算约束为：

Ａｉ，ｔ＋ｎ＋１ ＝（１＋ｒｉ，ｔ＋ｎ）Ａｉ，ｔ＋ｎ＋Ｙｉ，ｔ＋ｎ－Ｃ ｉ，ｔ＋ｎ－Ｉｉ，ｔ＋ｎ （２）

其中， Ｙｉ，ｔ＋ｎ是消费者的劳动收入， Ａｉ，ｔ＋ｎ是总资产

水平， ｒｉ，ｔ＋ｎ为当期利率， Ｉｉ，ｔ＋ｎ为消费者的耐用品投资

水平。 耐用品的积累规律可以表示为：

Ｄｉ，ｔ＋ｎ＋１ ＝（１－γ）Ｄｉ，ｔ＋ｎ＋Ｉｉ，ｔ＋ｎ （３）

γ 为耐用品折旧率， Ｄｉ，ｔ＋ｎ为消费者耐用品存量。
信贷约束使得如下关系成立：

（１＋η）Ａｉ，ｔ＋ｎ ＝（１－π）Ｄｉ，ｔ＋ｎ （４）

η 和 π 分别为消费者的信贷偏好和耐用品首付比

例。 代入后得到如下关系式：

Ａｉ，ｔ＋ｎ＋１ ＝（１＋ｒｉ，ｔ＋ｎ）Ａｉ，ｔ＋ｎ＋Ｙｉ，ｔ＋ｎ－Ｃ ｉ，ｔ＋ｎ

－
（１＋η）［Ａｉ，ｔ＋ｎ＋１－（１－γ）Ａｉ，ｔ＋ｎ］

１－π
（５）

式 （５） 可以转化为：

Ａｉ，ｔ＋ｎ＋１ ＝
１－π

２＋η－π
（１＋ｒｉ，ｔ＋ｎ）Ａｉ，ｔ＋ｎ＋Ｙｉ，ｔ＋ｎ－Ｃ ｉ，ｔ＋ｎ

　
　

é

ë
ê
ê

＋
（１－γ）（１＋η）Ａｉ，ｔ＋ｎ

１－π
ù

û
ú
ú （６）

橫截条件可以表示为：

Ａｉ，ｔ＋ｎ＋１ ＝
１－π

２＋η－π
Ｙｉ，ｔ＋ｎ－Ｃ ｉ，ｔ＋ｎ

　
　

é

ë
ê
ê

＋
［（１＋ｒｉ，ｔ＋ｎ）（１－π）＋（１－γ）（１＋η）］Ａｉ，ｔ＋ｎ

１－π
ù

û
ú
ú

（７）

根据动态规划原理， Ｂｅｌｌｍａｎ 价值方程的表示形

式为：

Ｖ（Ａｉ，ｔ＋ｎ）ｍａｘ ＝Ｕ（Ｃ ｉ，ｔ＋ｎ）＋
Ｖ（Ａｉ，ｔ＋ｎ＋１）

１＋δ
（８）

通过一阶条件得到：

∂Ｖ（Ａｉ，ｔ＋ｎ）
∂Ａｉ，ｔ＋ｎ＋１

＝ ０⇔２＋η－π
１－π

Ｕ′（Ｃ ｉ，ｔ＋ｎ）＝
Ｖ′（Ａｉ，ｔ＋ｎ＋１）

１＋δ
（９）

通过包络引理得到：

Ｖ′（Ａｉ，ｔ＋ｎ）＝
（１＋ｒｉ，ｔ＋ｎ）（１－π）＋（１－γ）（１＋η）

１－π
Ｕ′（Ｃ ｉ，ｔ＋ｎ） （１０）

进一步得到欧拉方程式：

Ｕ′（Ｃ ｉ，ｔ＋ｎ）＝
［（１＋ｒｉ，ｔ＋ｎ）（１－π）＋（１－γ）（１＋η）］

（２＋η－π）（１＋δ）
Ｕ′（Ｃ ｉ，ｔ＋ｎ＋１） （１１）

２. 生产者。
考虑企业生产函数为：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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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Ｋα１Ｌα２Ｈα３ （１２）

其中， Ｋ、 Ｌ、 Ｈ 分别为企业资本、 低素质劳动

力和高素质劳动力等生产要素。 企业面临的预算约束

可以表示为：

Ｅ＝ ｒＫ＋ｗＬＬ＋ｗＨＨ （１３）

ＷＬ 和 ＷＨ 分别表示低素质劳动力和高素质劳动

力的市场价格。 由此， 可以认为最低工资由低素质劳

动力市场价格和溢价工资两部分组成， 高素质劳动力

市场价格也可以表现为最低工资及其与高素质劳动力

的收入差距两部分之和的形式：

ｗｍｉｎ ＝ｗＬ＋Δｗ１ （１４）
ｗＨ ＝ｗｍｉｎ＋Δｗ２ （１５）

对生产函数求最优解， 资本利率可以表示为：

ｒ＝
（ｗｍｉｎ－Δｗ１）α１Ｌ

α２Ｋ
＝
（ｗｍｉｎ＋Δｗ２）α１Ｈ

α３Ｋ
（１６）

（二） 均衡结果分析

命题 １： 与类似条件的低收入群体相比， 处于最

低工资线的家庭起初更倾向于降低自身消费水平。 虽

然在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到一定程度且对低素质劳动力

市场价格产生扭曲作用时， 消费开始转向呈现增长的

态势， 但是由于最低工资调节效应的存在， 通过提升

最低工资标准拉动低收入群体消费的难度较大。
将式 （１１） 转化为连续时间的欧拉方程：

Ｕ′（Ｃ ｉ，ｔ＋ｎ＋１）＝ Ｕ′（Ｃ ｉ，ｔ＋ｎ）＋Ｕ″（Ｃ ｉ，ｔ＋ｎ＋１）（Ｃ ｉ，ｔ＋ｎ＋１－Ｃ ｉ，ｔ＋ｎ）
（１７）

则有

Ｕ′（Ｃ ｉ，ｔ＋ｎ）＋Ｕ″（Ｃ ｉ，ｔ＋ｎ＋１）（Ｃ ｉ，ｔ＋ｎ＋１－Ｃ ｉ，ｔ＋ｎ）
Ｕ′（Ｃ ｉ，ｔ＋ｎ）

　 ＝ （２＋η－π）（１＋δ）
［（１＋ｒｉ，ｔ＋ｎ）（１－π）＋（１－γ）（１＋η）］

（１８）

结合式 （１６） 和式 （１８） 可知， 当
（ｗｍｉｎ－Δｗ１）α１Ｌ

α２Ｋ
＜

（２＋η－π）（１＋δ）－（１－γ）（１＋η）＋π－１
１－π

时， 低收入家庭

消 费 呈 现 缩 减 趋 势， 而 当
（ｗｍｉｎ－Δｗ１）α１Ｌ

α２Ｋ
＞

（２＋η－π）（１＋δ）－（１－γ）（１＋η）＋π－１
１－π

时， 消费转而呈

现增长态势。 因此， 一方面， 在低素质劳动力市场价

格和最低工资标准相对较低的情况下， 处于最低工资

线的家庭消费更倾向于呈现缩减趋势。 另一方面，
《最低工资规定》 要求， 各地区在确定和调整最低工

资标准时， 应参考当地平均工资、 经济发展水平和就

业等状况， 并适当考虑非全日制劳动者在工作稳定

性、 劳动条件和劳动强度、 福利等方面与全日制就业

人员之间的差异， 从而使得最低工资标准对低素质劳

动力市场价格的扭曲作用相对稳定和可控。 因此， 最

低工资标准与低素质劳动力市场价格之差 Δｗ１ 在最

低工资标准提升的过程中具有稳定的调节作用， 从而

使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难以形成对消费水平的有效拉

动。 综上所述， 与低素质劳动力相比， 最低工资标准

的提升对消费水平的带动作用相对有限， 通过提升最

低工资标准拉动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的难度较大。 这

一命题的理论依据来源于预防性储蓄动机和耐用品消

费信贷约束两方面理论 （刘金全等， ２００３［２１］ ）： 第

一， 最低工资提升反而造成消费降低的原因在于居民

具有预防性储蓄动机 （ Ｌｅｌａｎｄ， １９６８［２２］； Ｃａｂａｌｌｅｒo，
１９９０［２３］； Ｈｕｂｂａｒｄ 等， １９９５［２４］）。 收入增长过慢、 养

老保险制度风险等都是造成低收入群体预防性储蓄动

机提升的重要原因 （杭斌， ２００８［２５］； 康书隆等，
２０１７［２６］）。 第二， 耐用品消费与信贷约束的原因。 低

收入群体面临紧绷的信贷约束 （李力行和周广肃，
２０１４［２７］； 康书隆等， ２０１７［２６］ ）， 这也是信贷约束模

型将研究对象区分为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重要原因

（ Ｈａｙａｓｈｉ， １９８５［２８］； Ｚｅｌｄｅｓ， １９８９［２９］； Ｊoｈｎｓoｎ 等，
２００６［３０］； Ｂｅｒｇｅｒ⁃Ｔｈoｍｐｓoｎ 等， ２０１０［３１］ ）。 随着最低

工资标准的提升， 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

善， 购买耐用品的动机也逐渐增强。 结合耐用品自身

具有的信贷约束特性， 低收入群体购买耐用品很容易

在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情况下挤占原有的消费水平，
最终造成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不升反降。

命题 ２： 与高素质劳动力相比， 最低工资标准的

提升更倾向于促进低收入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
与高收入群体相比， 最低工资与高素质劳动力价格

差异 Δｗ２ 相对较大， 从而保证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更倾

向于增加目标群体的消费水平。 当
（ｗｍｉｎ＋Δｗ２）α１Ｈ

α３Ｋ
＜

（２＋η－π）（１＋δ）－（１－γ）（１＋η）＋π－１
１－π

时， 能 够 保 证

Ｃ ｉ，ｔ＋ｎ＋１－Ｃ ｉ，ｔ＋ｎ

Ｃ ｉ，ｔ＋ｎ
＜０ 的条件成立， 反之则有

Ｃ ｉ，ｔ＋ｎ＋１－Ｃ ｉ，ｔ＋ｎ

Ｃ ｉ，ｔ＋ｎ
＞

０。 在实际背景下， 这一结论可以解释为， 当目标生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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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者模型中高素质劳动力收入足够接近最低工资标准

时， 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呈现缩减趋势； 而当二者差

距达到一定水平后， 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则持续增长。
贫富差距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要关注的重要问

题 （沈凌和田国强， ２００９［３２］）， 最低工资制度实施的

基本目标在于满足低收入劳动者基本生活需要， 由于

贫富差距问题的存在， 最低工资与高素质劳动力市场

价格本身具有较大的差距。 高收入群体由于固定资产

和房产的持有 （黄静和屠梅曾， ２００９［３３］； 金烨等，
２０１１［３４］； 李涛和陈斌开， ２０１４［３５］ ）、 消费习惯的形

成和高储蓄倾向 （贾男和张亮亮， ２０１１［３６］ ） 以及财

富的积累和消费行为的改变 （郭庆旺， ２０１３［３７］ ） 等

特征， 使得其边际消费倾向要低于低收入群体的边际

消费倾向水平。 这也使得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
降低收入差距， 成为进一步拉动我国居民消费水平、
激发消费活力的重要途径 （朱国林等， ２００２［８］； 吴

晓明和吴栋， ２００７［３８］； 方福前， ２００９［３９］； 段先盛，
２００９［４０］）。

三、 数据说明和研究设计

（一） 数据说明

本文样本数据由两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数据为中

国国家统计局城镇调查队提供的 １９９２—２００９ 年城镇

住户调查数据 （Ｕｒｂａｎ Ｈoｕｓｅｈoｌ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ＵＨＳ）， 该

调查数据涵盖了 ７ 个省份的市级分层抽样家庭和家庭

成员的各项指标， 提供了包括家庭成员个人特征、 家

庭人口情况、 家庭居住情况、 家庭消费、 家庭收支等

类别在内的 ７００ 余项指标的详细信息。 我们对数据进

行了如下处理： （１） 将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年按月份累计的

数据通过取均值的方法得到与其他年份相对应的观测

值， 平均后的家庭人口数通过四舍五入方法取整。
（２） 删除了家庭人口数、 家庭工薪收入、 家庭有收

入者人数等指标中任意一项为负值或缺省的观测值。
第二部分数据来自 １９９２—２００９ 年各省份县市级正式

员工月最低工资标准数据。 根据中国劳动保障部门

以及各省份发布的最低工资规定， 通过查找搜集的

方法经过筛选、 对应和调整后得到。 我们进一步按

照 “县市＋年份” 的方式进行匹配， 对 ＵＨＳ 数据与

最低工资数据进行整合。 对于同一个 ４ 位城市代码

可能对应多个区县标准的情况， 本文进一步按照 ６
位县市代码所代表的地级市、 县级市、 县的最低工

资标准进行分档对应， 从而保证匹配样本的全面性

与准确性。
经过上述数据选取和处理过程， 如表 １ 所示， 本

文共得到有效样本 １００ ６２７ 个。 值得说明的是， 在户

主年龄 （Ａｇｅ） 指标中， 其中仅有 ２ 个样本的户主年

龄低于 １６ 岁 （均为 ５ 岁）， 且家庭样本中均存在有

收入者。 相关事实表明， 未成年人在满足特定条件的

情况下存在成为户主的可能， 使该样本具备客观性和

合理性， 因此本文对其进行保留。 在家庭无收入者占

比 （Ｎｏｉｎcｏｍｅ） 指标中， 由于家庭人口统计值通过按

月叠加的方式得到， 因此本文采取相对更加准确的方

式———通过全年无收入人口占全年人口数比值的形

式得到。 这也使部分样本中家庭无收入者占比

（Ｎｏｉｎcｏｍｅ） 指标与家庭人口数量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指标

不直接挂钩。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内容 观测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家庭人均消费水平 １００ ６２７ ８. ７０ ０. ９３ ４. ７１ １２. ４７

ＣｏｎｓＲａｔｅ 家庭消费占收入比重 １００ ６２７ ０. ７０ ０. １９ ０. ０５ １. ００

ＭＷ 最低工资线家庭虚拟变量 １００ ６２７ ０. ０７ ０. ２５ ０. ００ １. ００

ＬｎＩｎcｏｍｅ 家庭有收入者人均工资水平 １００ ６２７ ７. ２０ ０. ７５ ４. ２４ １１. ８２

ＬｎＯｔｈｅｒ 家庭人均其他收入水平 ８６ ０２７ ５. ８１ １. ６１ ０. ００ １３. １４

Ａｇｅ 户主年龄 ９９ ８６２ ４６. ６７ １０. ２５ ５. ００ ９７. ００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户主工作经历 ９３ ９２９ ２５. ５６ １０. ６２ ０. ００ ８２. ００

Ｅｄｕcａｔｉｏｎ 户主受教育程度 ９９ ８６２ ５. １７ １. ６９ ０. ００ ９. ００

Ｃａｒｅｅｒｔｙｐｅ 户主职业类型 ９９ ８６２ ３. ３５ ３. １５ ０. ００ １５. ００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家庭人口数量 １００ ６２７ ３. ０１ ０. ８４ １. ００ ９. ００

Ｎｏｉｎcｏｍｅ 家庭无收入者占比 １００ ６２７ ０. ２５ ０. １９ ０. ００ ０. ９７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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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思路和基本计量模型

１. 最低工资线家庭的消费效应检验。
根据命题 １ 的内容， 由于预防性储蓄动机、 耐用

品消费和信贷约束的存在， 处于最低工资标准的低收

入群体具有抑制自身消费的倾向。 为了检验最低工资

标准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抑制效应是否真实存在， 我们

设计了如下的计量模型：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ｉｊｔ ＝α０＋α１ＬｎＩｎcｏｍｅｉｊｔ＋α２ＭＷｉｊｔ

×ＬｎＩｎcｏｍｅｉｊｔ＋γＸ＋ηcｉｔｙ＋ηｙｅａｒ＋εｉｊｔ （１）

在计量方程 （１） 式中， 下标 ｉ、 ｊ、 ｔ 分别代表家

庭、 所处的地级市以及相应的年份。 我们关注的因变

量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ｉｊｔ有两种形式： 一是家庭人均消费水平

（Ｌｎ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ｉｊｔ）， 我们使用家庭消费总额除以家庭

人口数量后的对数值来表示。 二是家庭消费占收入比

重 （ＣｏｎｓＲａｔｅｉｊｔ）， 我们使用家庭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

比值进行表示。 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我们选用家庭有

收入人均工资水平的对数 （ＬｎＩｎcｏｍｅｉｊｔ） 来表示， 并

引入交互项 ＭＷｉｊｔ×ＬｎＩｎcｏｍｅｉｊｔ， 其中 ＭＷ ｉｊｔ表示家庭有

收入者人均工资收入水平与该年度该地区最低工资

标准的比较 （０ ＝人均工资收入高于最低工资水平，
１ ＝人均工资收入不高于最低工资水平）。 控制变量

集 Ｘ 中包括的变量有： （１） 户主特征变量。 主要包

括： 户主年龄因素 （Ａｇｅｉｊｔ）、 户主工作经历 （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cｅｉｊｔ）、 户主受教育程度 （Ｅｄｕcａｔｉｏｎｉｊｔ） 和户主职业

类型 （Ｃａｒｅｅｒｔｙｐｅｉｊｔ）。 （２） 家庭特征变量。 包括家庭

人口规模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ｊｔ）、 家庭无收入者占比 （Ｎｏｉｎ⁃
cｏｍｅｉｊｔ） 和家庭人均其他收入的对数 （ＬｎＯｔｈｅｒｉｊｔ）。 此

外， 我们还控制了具有固定效应性质的哑变量， 包括

所处地级市的固定效应 （ηcｉｔｙ） 和所处年份的固定效

应 （ηｙｅａｒ）， εｉｊｔ是随机误差项。
尽管计量方程 （１） 检验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不同

家庭消费水平的直接影响效应， 但是仍存在三个主要

问题制约着计量模型的全面性和代表性。 第一， 最低

工资线家庭的代理变量 （ＭＷｉｊｔ） 不仅受到地区宏观

经济因素的影响， 还与家庭收入水平有着密不可分的

联系。 由此可能产生的内生性和多重共线性使得其准

确性有待进一步检验。 第二， 以整体样本作为回归对

象使得最低工资线两端的收入差距过大， 会导致回归

结果倾向于反映最低工资线家庭相较于社会各个收入

群体的综合影响效应， 存在进一步缩小样本、 深入检

验， 从而提升其准确性与代表性的关键需求。 第三，
由于 ＭＷｉｊｔ直接与工资水平挂钩， 我们只能通过研究

其对边际消费倾向的间接影响效应， 以避免可能产生

的内生性影响。 因此， 为了更为有效地解决计量方程

（１） 存在的问题， 我们拟采用 ＰＳＭ 方法 （Ｐｒo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o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进行处理。 ＰＳＭ 方法的优势在于分

析因果关系时所具有的独特性， 因而， 使用该方法能

够有效地处理上述问题， 更加准确地检验出最低工资

对家庭消费的实际影响效应。
我们将处理组设定为家庭有收入者人均工资不高

于最低工资标准 （ＭＷｉ ＝ １） 的样本， 将对照组设定

为家庭有收入者人均工资高于最低工资标准 （ＭＷｉ ＝
０） 的样本。 接下来， 我们定义 ｙ１

ｉ 为不高于最低工资

线的家庭消费情况， ｙ０
ｉ 为高于最低工资线的家庭消

费情况。 平均处理效应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o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ＴＴ） 可表示为：

ＡＴＴ＝｛ｙ１
ｉ －ｙ０

ｉ ＭＷｉｊｔ ＝ １｝ ＝Ｅ｛ｙ１
ｉ ＭＷｉｊｔ ＝ １｝

－Ｅ｛ｙ０
ｉ ＭＷｉｊｔ ＝ １｝ （２）

其中， Ｅ｛ｙ０
ｉ ＭＷｉ ＝ １｝ 表示不高于最低工资线的

家庭假如高于最低工资水平后的消费情况， 作为一个

反事实是无法直接观测到的。 为此， 我们使用模型

（１） 中包括收入在内的家庭核心特征变量， 通过构

建 Ｐｒoｂｉｔ 模型对其进行得分倾向匹配， 从而得到平均

处理效应的估计值。
２. 政策冲击、 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低收入家庭

消费的影响效应。
结合理论模型中命题 １ 和命题 ２ 的内容， 在收入

异质性分类条件下， 为了检验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对

低收入群体消费的影响效应， 并有效控制模型可能产

生的内生性， 我们拟采用 ＤＩＤ 模型分别在全样本和

经 ＰＳＭ 匹配的情况下， 对 ２００４ 年 《最低工资规定》
的消费影响效应进行检验。 我们引入 《最低工资规

定》 政策实施的代理变量 Ｐｏｌｉcｙｉｊｔ （２００４ 年及以后 ＝
１， ２００４ 年以前＝ ０）， 以及政策变量与最低工资线家

庭认定变量的交互项 ＭＷｉｊｔ×Ｐｏｌｉcｙｉｊｔ， 其他主要变量与

模型 （１） 保持一致， 据此构建 ＤＩＤ 模型如下：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ｉｊｔ ＝α０＋α１ＭＷｉｊｔ＋α２Ｐｏｌｉcｙｉｊｔ＋α３ＭＷｉｊｔ

×Ｐｏｌｉcｙｉｊｔ＋γＸ＋ηcｉｔｙ＋ηｙｅａｒ＋εｉｊｔ （３）

四、 实证分析

（一） 基本回归结果

表 ２ 报告了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和最低工资标准实

施状况对家庭消费影响效应的检验结果。 根据列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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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结果得知， 在控制了年份和地区影响因素的情

况下， 人均收入水平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效应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 人均收入与最低工资标

准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则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为负。 结果表明， 最低工资线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提

升对人均消费的拉动作用小于其他家庭。 我们进一步

在列 （２） 加入代表户主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的变

量， 将户主受教育程度和户主职业类型作为虚拟变量

加以控制， 结果显示， 人均收入系数、 人均收入与最

低工资交互项系数的正负值与显著性与列 （１） 结果

完全相同。 列 （３） 将人均消费占收入比重作为被解

释变量， 结果显示， 收入水平对家庭人均消费占比的

影响效应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 最低工资与

人均收入交互项系数仍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

负。 类似地， 在加入户主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后， 关

键变量均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实证结果反映出了一个

重要现象： 对处于最低工资线的低收入家庭而言， 收

入提升对消费的拉动作用呈现出显著的抑制效应， 导

致人均收入提升对消费的促进效应显著低于其他非最

低工资家庭的水平。

表 ２ 最低工资线家庭的消费抑制效应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Ｉｎcｏｍｅ
０. ７５１∗∗∗

（０. ００１ ７）
０. ７２３∗∗∗

（０. ００２ ５）
－０. １１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１３５∗∗∗

（０. ００１ ５）

ＭＷ×ＬｎＩｎcｏｍｅ
－０. ００４ ８∗∗∗

（０. ０００ ６）
－０. ００４ ７∗∗∗

（０. ０００ 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４）

Ａｇｅ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１）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cｅ
０. ００１ ５∗∗∗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０１ １∗∗∗

（０. ０００ １）

Ｎｏｉｎcｏｍｅ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６ ６）
０. ０６９∗∗∗

（０. ００３ 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０. ０３８∗∗∗

（０. ００１ ４）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０ ８）

ＬｎＯｔｈｅ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０ ５）

户主受教育程度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户主职业类型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 ９０３ ３ ０. ９０５ ９ ０. １８９ ９ ０. ２１２ ８

样本数 １００ ６２７ ７９ ７８９ １００ ６２７ ７９ ７８９

　 　 注： ∗∗∗、 ∗∗、 ∗分别表示 １％、 ５％、 １０％ （双尾） 的统计显著性

水平。 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 下同。

实证结果所揭示的现象可能产生的原因在于， 一

方面， 低收入群体面临着相对紧张的信贷约束 （杭

斌， ２００８［２５］； 康书隆等， ２０１７［２６］ ）。 在原有消费水

平能够满足生活需求的情况下， 出于对未来收入和消

费预期的不确定性， 低收入家庭具有更强的预防性储

蓄动机， 以应对在养老、 医疗和教育等方面可能存在

的风险与消费需求。 另一方面， 低收入群体耐用品消

费空间较大， 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改善了低收入群体

的生活水平， 使最低工资线家庭购买房产、 汽车等耐

用品的可能性得到提升 （Ａａｒoｎｓoｎ， ２０１２［５］ ）。 耐用

品消费的负债与借贷属性对低收入群体原本就相对紧

张的信贷约束增加了更大的压力， 成为低收入群体进

一步抑制消费增长甚至缩减消费的重要动机。 综上所

述， 低收入群体为改善未来生活水平的预防性储蓄行

为和改善当期生活水平的耐用品消费行为， 成为抑制

和缩减自身消费水平的主要原因。
在此基础上， 我们进一步使用得分倾向匹配方法

进行检验。 表 ３ 报告了多种匹配方法下是否处于最低

工资标准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应。 结果证明， 按照三

种不同方法进行匹配后， 最低工资线家庭的人均消费

水平均在 １０％～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低于与之相匹配

的其他家庭。 将被解释变量换为人均消费占可支配收

入比例之后， 平均处理效应均不显著。
ＰＳＭ⁃ＤＩＤ 的结果与命题 １ 形成了有效呼应， 当包

括收入在内的家庭特征足够接近时， 最低工资线家庭

对自身消费具有明显的抑制甚至缩减效应。 这一结果

表明： 一方面， 与其他低收入群体相比， 最低工资线

家庭由于耐用品消费和预防性储蓄动机的提升， 在信

贷约束紧张的情况下倾向于挤占家庭消费水平， 通过

缓慢提升、 维持甚至降低消费的方式以增加储蓄或购

买耐用品， 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升。
另一方面， 与表 ２ 结论不同的是， 表 ３ 研究中所选取

的控制组是与最低工资家庭在收入、 家庭结构和劳动

者素质等方面相近的样本， 使得实证结论不仅为表 ２
全样本比较下的结果提供支撑， 还表明在其他特征相

近的情况下， 处于最低工资线这一特征对于低收入家

庭的消费行为而言同样具有重要影响。 最低工资政策

本身具有 “维持低收入者基本生活水平” 的消费行为

示范和导向作用。 处于最低工资线的家庭既可能形成

“节衣缩食” 等仅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消费理念和习

惯， 又存在提升自身财富和房产、 汽车等耐用品消费，
从而提升社会地位和获得社会认同感的动机。 因此， 在

不考虑家庭特征差异的情况下， 最低工资线的示范和引

导效应也是抑制最低工资家庭消费水平的重要原因。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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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最低工资线消费抑制效应的 ＰＳＭ⁃ＤＩＤ 检验结果

匹配方法 变量 最低工资标准及以下 最低工资标准以上 差异 Ｔ⁃ｔｅｓｔ
常规匹配

ＡＴＴ
人均消费
消费占比

８. ４７７
０. ７００

８. ５３０
０. ７０２

－０. ０５３
－０. ００２

－２. ２３∗∗

－０. ３１
半径匹配

ＡＴＴ
人均消费
消费占比

８. ４９６
０. ６９９

８. ５３４
０. ７０２

－０. ０３８
－０. ００４

－２. ２１∗∗

－０. ９６
核密度匹配

ＡＴＴ
人均消费
消费占比

８. ４７７
０. ７００

８. ５１６
０. ７００

－０. ０３９
０. ０００

－１. ７８∗

０. ０３
邻近匹配

ＡＴＴ
人均消费
消费占比

８. ４７７
０. ７００

８. ５１２
０. ７０４

－０. ０３５
－０. ００４

－１. ７５∗

－０. ７６

（二） 消费结构检验结果

为了进一步检验最低工资标准对家庭消费结构的

影响， 参照国家统计局的消费分类方法， 我们将

ＵＨＳ 数据按照支出功能分为食品、 衣着、 家庭设备

用品及服务、 医疗保健、 交通和通信、 教育文化娱乐

用品及服务、 居住、 杂项商品和服务等八个类别进行

检验， 结果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消费分类下的 ＰＳＭ⁃ＤＩＤ 检验结果

匹配方法 变量 食品 衣着
家庭设备

用品及服务
医疗保健 交通和通信

教育文化
娱乐服务

居住
杂项商品
和服务

常规匹配
ＡＴＴ

人均消费
－０. ０４７∗∗

（０. ０２２ ３）
－０. １９０∗∗∗

（０. ０４１ ０）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５ ２）
０. ０２３

（０. ０５５ ８）
－０. １６３∗∗∗

（０. ０４２ ２）
－０. ０７９

（０. ０５５ ７）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８ ９）
－０. １３６∗∗∗

（０. ０４２ ８）

消费占比
０. ０００ ６

（０. ００４ 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１ ６）
－０. ０００ ９
（０. ００１ 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 ００２ ６∗

（０. ００１ ５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５）
０. ００６ ４∗∗∗

（０. ００１ ８）
－０. ０００ ９
（０. ０００ ８）

半径匹配
ＡＴＴ

人均消费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５ ９）
－０. １７６∗∗∗

（０. ０２５ ５）
－０. ０３９

（０. ０２８ ９）
０. ０２６

（０. ０３４ ８）
－０. １４８∗∗∗

（０. ０２９ ５）
－０. ０８９∗∗

（０. ０３４ ９）
０. ０３４ ８∗

（０. ０２０ ６）
－０. １２０∗∗∗

（０. ０２８ ５）

消费占比
０. ００３ ６

（０. ００２ 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００ ９
（０. ０００ ８）

０. ００５ １∗∗∗

（０. ００１ ２）
－０. ００４ 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０３ １∗∗

（０. ００１ ６）
０. ００５ ２∗∗∗

（０. ００１ １）
－０. ００１ ４∗∗∗

（０. ０００ ５）

核密度匹配
ＡＴＴ

人均消费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９ ９）
－０. １７７∗∗∗

（０. ０３１ 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３５ ３）
０. ０３８

（０. ０４１ ８）
－０. １５７∗∗∗

（０. ０３８ ０）
－０. ０９６∗∗

（０. ０４１ ７）
０. ０５８∗∗

（０. ０２６ ０）
－０. １２１∗∗∗

（０. ０３４ ２）

消费占比
０. ００２ ３

（０. ００３ 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１ ２）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００ ９）

０. ００５ ６∗∗∗

（０. ００１ 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９）
０. ００７ ７∗∗∗

（０. ００１ 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６）

邻近匹配
ＡＴＴ

人均消费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９ ２）
－０. １５３∗∗∗

（０. ０３５ ２）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８ ３）
０. ０３６

（０. ０４５ ９）
－０. １６５∗∗∗

（０. ０３５ ７）
－０. ０６２

（０. ０４６ ８）
０. ０３９

（０. ０２４ ９）
－０. １０２∗∗∗

（０. ０３６ ８）

消费占比
－０. ００１ ５
（０. ００３ 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１ ３６）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０５ ５∗∗∗

（０. ００１ ７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３６）
－０. ００１ ５６
（０. ００２ ２）

０. ００６ ２∗∗∗

（０. ００１ ５７）
－０. ０００ ８６
（０. ０００ ７）

　 　 对表 ４ 结果的解读分为三个方面： （１） 在衣着、
交通和通信、 杂项商品和服务等容易进行节制和缩减

的消费品方面， 在各种匹配方法下， 家庭人均消费水

平均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 由此验证了最低

工资线家庭更倾向于主动缩减具备较高弹性、 相对非

必要的家庭消费品支出。 （２） 最低工资线家庭在食

品、 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等弹

性相对较小、 占比相对固定、 节制和缩减空间相对

有限的消费品方面， 呈现出的抑制和缩减特征要明

显低于衣着、 交通和通信、 杂项商品和服务等消费

品。 （３） 在医疗保健和居住这两类对于最低工资家

庭而言优先度较高、 具备刚性需求的消费品方面， 平

均处理效应均不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 医疗保健和居

住消费占比的平均处理效应均在 １％ ～ １０％的统计水

平上显著为正。 检验结果证明了最低工资线家庭在面

临医疗、 居住等不易进行规划和压缩的支出项目时，

不仅无法显著降低消费支出水平， 还会比高于最低工

资线的家庭在同类别消费品支出上占据更高的份额。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 医疗保健消费的实证结果可能与

“因病致贫” 这一重要现象相吻合。 贫困与疾病的双

重制约很容易导致低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向医疗保健

的方向过度倾斜， 从而造成部分最低工资线家庭医疗

保健消费占比的相对提升， 形成不利于家庭健康情况

与收入能力的恶性循环。 因此， 运用更为详细的家庭

卫生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独立和深入的研究， 显然是

兼具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重要研究主题。
分类检验结果充分表明， 最低工资线家庭会主动

缩减衣着、 交通和通信、 杂项商品和服务等节制空间

较大、 弹性较高、 对于基本生活质量提升不存在直

接、 显著作用的消费品支出。 对于食品、 家庭设备用

品和服务、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等消费品而言， 由于弹

性相对较小， 对于基本生活质量的改善作用也有所提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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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因此相对不易对消费支出进行缩减。 而对于居住

和医疗等低收入群体存在刚性需求和迫切希望得到改

善的消费， 最低工资线家庭不仅未呈现显著的抑制效

应， 反而具有相对促进和提升此类消费的趋势。 这一

结果既与我国低收入群体的现实情况充分吻合， 又验

证了命题 １ 的准确性， 为表 ２ 和表 ３ 的结论提供了结

构性的有效解读。
（三） ２００４ 年 《最低工资规定》 的影响效应

２００４ 年 《最低工资规定》 实施后， 各地最低工

资标准呈现出明显的大幅提升态势， 最低工资标准的

提升频率也增加为 “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 由此引

发了全国范围内各地最低工资标准 “竞赛式增长”
的态势。 作为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重要政策冲击和时

间节点， ２００４ 年 《最低工资规定》 是检验最低工资

标准提升实际影响效果、 构建 “准自然实验”、 解决

内生性问题的重要条件，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
因此， 一方面， 在验证了最低工资线家庭消费抑

制效应的情况下， 为了进一步检验最低工资标准提升

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实际影响效应， 从而使研究结果更

加充实和贴合实际， 本文拟在 ２００４ 年 《最低工资规

定》 这一外生政策冲击的基础上， 使用 ＤＩＤ 方法对最

低工资提升的消费影响效果进行检验。 另一方面， 为

了验证命题 １ 和命题 ２ 的有效性并进一步验证最低工

资线抑制效应的真实存在， 鉴于 ＰＳＭ 方法在控制样本

特征上的重要作用， 本文拟在对全样本进行 ＤＩＤ 检验

后， 进一步对样本进行 ＰＳＭ⁃ＤＩＤ 检验， 得到与最低工

资家庭特征相近的样本回归结果， 以此与 ＤＩＤ 结果进

行对比， 从而在验证命题 １ 和命题 ２ 准确性的同时，
更加充分、 全面地探究最低工资提升的消费影响效应。

表 ５ ２００４ 年 《最低工资规定》 的全样本 ＤＩＤ 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ＤＩＤ ＰＳＭ⁃ＤＩＤ

人均消费 消费占比 人均消费 消费占比

ＭＷ×Ｐｏｌｉcｙ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５ ３）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９ ７）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０５ 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６）

－０. ０５４∗

（０. ０２６ 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５ 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０ 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３）

ＭＷ
－０. ４４６∗∗∗

（０. ０１３ ５）
－０. ０４９∗∗∗

（０. ００８ ８）
０. ０３４∗∗∗

（０. ００４ ９）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５ 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３ 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３ 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８ 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８ ２）

Ｐｏｌｉcｙ ２. ５２３∗∗∗

（０. ０５８ ５）
２. ４１２∗∗∗

（０. ０３４ ０）
－０. ０７０∗∗∗

（０. ００２ １）
－０. ０７８∗∗∗

（０. ０１９ ８）
２. ０５９∗∗∗

（０. １８７ ３）
２. ２１０∗∗∗

（０. １０８）
－０. １４５∗∗

（０. ０７１ ２）
－０. １５３∗∗

（０. ０６５ ０）

ＬｎＩｎcｏｍｅ ０. ７２２∗∗∗

（０. ００２ ５）
－０. １３５∗∗∗

（０. ００１ ５）
０. ７６７∗∗∗

（０. ００９ ５）
－０. １３９∗∗∗

（０. ００５ ７）

Ａｇｅ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cｅ ０. ００１ ５∗∗∗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０１ ２∗∗∗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７

（０. ０００ ５）
０. ０００ ８∗∗

（０. ０００ ３）

Ｎｏｉｎcｏｍｅ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６ ６）
０. ０６９ ０∗∗∗

（０. ００３ ９）
０. ０６０∗∗∗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７∗∗∗

（０. ０１３ 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０. ０３８∗∗∗

（０. ００１ ４）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０ ８）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２ ５）

ＬｎＯｔｈｅ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０ ５）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２０）
户主受教育程度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户主职业类型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 ７２２ ９ ０. ９０５ ９ ０. ０７７ ９ ０. ２１２ ８ ０. ５５８ ２ ０. ８５３ ４ ０. ０８７ ３ ０. ２４４ ４

样本数 １００ ６２７ ７９ ７８９ １００ ６２７ ７９ ７８９ ６ ４８２ ６ ４８２ ６ ４８２ ６ ４８２

表 ５ 报告了计量模型 （３） 的估计结果。 列 （１） ～
（４） 为全样本 ＤＩＤ 模型的估计结果， 当以人均消费

为被解释变量时， 核心解释变量 ｍｗ× ｔｉｍｅ 的回归系

数在 １０％和 ５％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相比于

全样本下的其他家庭， 《最低工资规定》 的实施提升

了最低工资线家庭的消费水平。 当以消费占比为被解

释变量时， ｍｗ×ｔｉｍｅ 的系数均不显著， 表明政策实施

对最低工资线家庭消费占比的影响相对并不显著。 造

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在于， 一是高收入群体具有相

对稳定的消费习惯 （贾男和张亮亮， ２０１１［３６］ ）， 与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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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 年后最低工资标准的显著提升趋势不同， 高收

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 ２００４ 年前后并未发生明显的变

化， 这更促进了高收入群体维持相对稳定的消费水

平， 使得最低工资标准对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拉动效应

更为明显。 二是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而言， 同样具有比

低收入群体更加稳定的消费习惯， 从而凸显了 ２００４
年前后最低工资变动对低收入群体消费的拉动效应。
此外， 虽然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具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

向， 但是也具有明显的消费结构特征 （李春玲，
２０１１［４１］）， 与低收入群体存在较大差别， 主要体现在

以文化娱乐为代表的享受型消费和以教育为代表的发

展型消费水平的提升， 这也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消费能

力提升的主要原因。 相比之下， 低收入群体在医疗、
住房等刚性需求方面具有更加强烈的改善意愿， 维持

生活基本所需的消费倾向也要高于中等收入群体改善

生活质量的消费倾向， 在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背景

下， 更容易表现为消费水平的提升效应。 三是根据前

文结论得知， 与低收入群体相比， 最低工资线家庭表

现出明显的消费抑制效应， 这一效应也导致最低工资

标准难以有效促进最低工资线家庭消费水平的相对提

升。 因此， 实证结果证明了相比于中高收入群体， 最

低工资标准的提升拉动了目标群体的消费水平， 且这

一促进效应抵消了最低工资群体相比于低收入群体的

消费抑制效应， 最终表现为 ２００４ 年 《最低工资规

定》 对于拉动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的有效性。 值得

注意的是， 最低工资线家庭的消费结构通胀情况也可

能会是导致 《最低工资规定》 消费带动效应的重要

原因。 因此， 对不同结构类别的消费商品进行校正，
得到基于不同视角的多样化与补充性结论， 是针对这

一问题进行拓展性研究的重要思路。
列 （５） ～列 （８） 汇报了根据家庭收入等重要特

征进行得分倾向匹配与处理后的 ＰＳＭ⁃ＤＩＤ 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 在分别以人均消费和消费占比作为被解释

变量时， 除列 （４） 系数在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

负之外， 核心解释变量 ｍｗ × ｔｉｍｅ 的系数均不显著。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２００４ 年最低工资规定实施所引

发的最低工资水平提升， 使得最低工资家庭与同类型

的低收入群体相比， 消费情况并未发生明显改善。 这

一结论有效地呼应了前文的实证结果： 与状况相似的

低收入群体相比， 最低工资线家庭出于预防性储蓄动

机、 耐用品消费动机和最低工资示范效应等影响， 具

有缩减自身消费水平的倾向。 因此， 即使在 ２００４ 年

以后最低工资大幅提升的背景下， 由于受到相对于其

他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抑制效应的影响， 最低工资家庭

的消费水平仍无法呈现显著的提升效应。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最低工资对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的实际影响效

应， 是政府着力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 加快低收入群

体分享经济增长成果、 促进橄榄型社会分配体系形成

背景下的重要研究主题。 基于此， 本文采用 １９９２—
２００９ 年 ＵＨＳ 样本数据与最低工资数据， 对最低工资

的消费影响效应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 一方面， 针对

最低工资标准认定问题， 最低工资线家庭相比于其他

家庭具有更小的边际消费倾向， 呈现出明显的消费抑

制效应， 且按照消费品类别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

征。 另一方面， 针对最低工资标准提升问题， 作为推

动最低工资在全国范围实施和快速提升的重要节点，
２００４ 年 《最低工资规定》 的实施使得最低工资线家

庭消费增长水平显著高于全样本下的其他家庭， 却并

未显著高于与其特征相似的低收入家庭。 实证结果与

本文的理论模型形成了有效呼应： 在最低工资提升的

背景下， 低收入家庭的必要消费支出、 耐用品投资支

出和预防性储蓄动机共同组成了最低工资对消费双重

影响效应的内在机制。
本文研究结论可能带来的启示在于： 第一， 在最

低工资标准的制定过程中， 除考虑本地区当地城镇居

民生活费用支出、 职工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 住房公

积金、 职工平均工资、 失业率、 经济发展水平等整体

性一般指标之外， 为了进一步提升最低工资对消费的

拉动效应， 还应分类考察中高水平收入群体、 低收入

群体 （高于最低工资线） 和最低工资线群体的消费

水平， 通过综合比较地区异质性收入群体的消费特

征， 最终确定能够最大程度提升消费的最低工资阈值

和最优水平。 第二， 为了更好地发挥最低工资标准拉

动消费的政策预期， 政府需要从储蓄和消费观念转型

方面进一步引导和激发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 同时

为了充分顺应以耐用品消费为代表的低收入群体消费

多样化、 生活质量改善等趋势， 政府还应考虑出台放

宽低收入群体信贷约束、 鼓励和支持低收入群体消费

升级等政策， 从而积极配合和保障最低工资的消费带

动作用。 第三， 应进一步降低低收入群体医疗、 住房

等刚性需求消费成本， 持续 “解绑”， 改善低收入群

体紧绷的信贷约束条件， 支持和引导低收入群体消费

流向多元化和高端化领域。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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